我的《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 0 0 0 年第一期，此前我已于1 9 9 9 年十月在香港一次会议上讲过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在那次会上有的学者提出说，用“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提法不大合适，应改为“重建中国解释学”。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原来就有“解释学”，不过后来被打断了，因此是现在“重建”的问题。 就在同一个月香港城市大学召开了一次《经典与解释－－中国解释学传统国际讨论会》（cononand commentary －－an international on the chinese hermeneutics tradition ），我在会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说明应该说“创建中国解释学”，说“重建中国解释学”不大妥当，说有“中国解释学传统”（chinese h ermeneutics ）不准确, 似应说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或者说中国有很丰富解释经典的资源更为合适。与会者中有好几位中外学者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只有一两个年轻学者比较同意我的意见，但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为什么我认为说“创建中国解释学”比说“重建中国解释学”要科学些、合理些、合乎实际些，这篇文章将主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首先应把“解释”（注释）、“解释问题”和“解释学”区别开来，我们不能说任何“解释”，例如字典对一个字的解释都说成是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解释学”，虽然“解释学”中可以包涵着对字义的解释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传统”（这点我在《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中已说到了）说成“中国自古已有了中国的解释学”。我还认为，我们也不能说中国自八十年代起在许多学科里已经运用了西方解释学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社会学等等说成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和方法， 或者如用我们惯常所说的“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理论体系”。( 2 )我为什么这样看问题，或者说我的这个看法有什么道理？
 
照我的看法， 一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他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从西方看，对问题的解释是早已存在着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某些哲学问题的解释，从中世纪就有大量对《圣经》的解释，也就是说西方有很长的解释《圣经》的历史传统。但直到十九世纪后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rmacher , 1 7 6 8 - - 1 8 3 4 ）和狄尔泰（w . diltheg , 1 8 3 5 - 1 9 1 1 ）才真正把“解释问题”作为一门理论来研究。 这就是说“解释问题”在西方成为一种“学”也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一门学科的产生当然在它之前已经有或长或短的“问题积累”、“资料的积累”的历史，这大概只能说是这门学科的“前史”。“比较文学”的建立， 人们通常认为是在十九世纪才建立成为一门“学”的。我们知道，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文学的比较”早就有了，例如《文心雕龙. 明诗》中就对诗人作品以及不同时代的诗风作了比较说明，其中有一句说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这里是比较南北朝与魏晋时诗风的变化，在魏晋时诗往往是“玄言诗”，而到宋初（刘宋）时诗风渐变由“玄言诗”变为“山水诗”，这样诗就更接近“自然”了。_ ( 3 ) | 李达三在《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中说：“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比较文学’在法国，直到十九世纪三、 四十年代方告成熟。以此而言，在法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安培尔（1 8 0 0 - 1 8 6 4 ）或威尔曼（1 7 9 0 - 1 8 6 7 ）可被认为真正构想完整的‘比较文学’。”( 4 ) , 在中国把“文学的比较问题”作为一门“学”来研究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 5 ) 我们大概不能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吧！同样，在中外历史上早有考古发掘（常常都是盗墓）或者古物鉴定等, 但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上说，西方“考古学”的“萌芽期”约从1 7 6 0 至1 8 4 0 年， 而中国的“考古学”是晚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才由裴文中，李济等先生建立的。( 6 ) 我甚至还有一个奇怪的会受到许多人批判的想法，我认为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固然不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资源），但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却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 “文学”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而“哲学思想”，往往是在“经学”或“子学”中来进行研究的。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它是包涵在“经学”、“子学”等等之中，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文史哲”往往分别不太明确（其实西方古代也有这种情况）。从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情况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中国思想史”）往往都差不多，因而一些学者觉得写“中国思想史”比写《中国哲学史》好写一点。照我的想法，“哲学”应该是从思考某个（某几个）“哲学问题”出发， 而形成的一套概念体系，并据概念之间的联系形成若干基本“命题”，并在方法上有着自觉，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综合而形成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体系。这里也许会有学者提出：“你这样说岂不是认为我们中国的许多学科都是跟着西方学术的屁股后头跑吗？”我的回答是，有些“学科”我们确实先要学人家的， 然后才有可能建立我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学”（如“中国的比较文学”、“中国的考古学”）等等，并且最终要超过“她们的教师”。我们知道，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看， 在南北朝时期我们也是努力了解、学习印度佛教大小乘的经、律、论等等， 直到隋唐以后建立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我们才有了真正的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 “中国佛学”，并且大大地发展了印度的佛学。 在这里我想再一次引用罗素的一段话：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 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这许多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教师的先进国家， 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们的老师的。” ( 7 )
 
我引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尽管我国把“文学的比较问题”作为一种“学”来研究，把“经典解释问题”作为一种“学”来研究，晚于西方，但最后有可能超过她们。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下面将要讨论到。这里也还得说明一点，并非说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中没有值得西方学习的东西，例如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思想曾对法国的启蒙运动（特别是伏尔泰）发生过重大影响。( 8 ) 而且我相信，“中国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对而且将会更对世界医药学作出贡献。在此我甚至有些感慨，现在我们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或写作）“中国哲学史”，但很少有学者在研究（或写作）“中国经学史”。可是，“经学”在中国已有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它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广泛影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重视“经学”的研究。我们对“经学”的研究是不是也会对世界各国学术界发生某些影响呢？
 
我们再回到讨论“创建中国解释学”本身的问题。我说“创建中国解释学（h e r m e n e u t i c s ）”是基于中国有长期而丰富的“经典注释”的传统，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论语年谱》所著录，关于《论语》的著作有三千多种，元朝的杜道坚在《道德玄经原旨序》中说：“《道德（经）》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因此其他经典之数量当亦不少，虽经历代散失不少，但留存之注释也还是很多很多的。我们应有条件利用这一丰厚的资源来自觉的系统的研究我国对“经典”注释的历史，并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但这里必须说明，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建立起“中国的解释学”，那 也是在西方解释学的影响之下（之后）才有可能的。我在《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对先秦几种注释经典的类型作了一点分析， ( 9 )用以说明中国有很长的注释经典的历史传统，而且也多少涉及秦汉以后在注释经典方面的若干问题。我这样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中国经典注释的历史作一梳理，看看能否找到某些与西方解释经典相同或不同的原则和方法，并无意由我来创建“中国解释学”。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来考虑。
 
对是否能创建与西方解释学相当不同的“中国解释学”，我现在并没有十分肯定或否定的意见，也许经过研究会出现下面两种情况：一是在运用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或者中国一些学科的解释问题）作了充分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用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可以把中国对经典注释的问题弄清； ( 1 0 ) 另一是, 我们在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或解释问题）之后，可以把中国的某些并不会影响西方解释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吸收到西方解释学之中, 使西方解释学有可以解释中国经典的效用，从而丰富了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 当然同样也要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并不会影响西方解释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吸收到西方解释学之中，使西方解释学有可以解释其他种文化传统解释经典的效用，从而丰富了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后一种情况看, 我们可以说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就是普遍的解释学理论，“解释学”就是“解释学”，无所谓东方的西方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都没有必要再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但这些都是我的假设，仍然并不防碍我们朝着创建“中国解释学”方面作种种尝试。为此，我认为，在我们试图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过程中，也许应先作如下的努力：
 
第一、 应该很好地研究西方解释经典（特别是《圣经》）的历史以及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解释学理论和这种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就西方看，实际上现在存在着一种“解释（学）思潮”，在二十世纪几乎西方的哲学流派（文学、历史等也是一样）都和“解释学”有关，如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而且因对“解释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引起了种种争论，如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整体性和思辨性的德国传统进行的批评 ( 1 1 ) 。后现代主义把一切都平面化、离散化， 深 度模式被解构，从而使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模糊化， 能指不一定能被所指所控制，这叫“能指的漂浮”。因此，能指的范围更没有标准了。同时， 在艾柯与罗蒂、卡勒、罗斯之间发生了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争论。( 1 2 ) 对这些问题都应认真研究，如果对西方的解释问题的历史和西方的解释学（甚至当代的西方哲学）没有一个相当程度地了解，那么建立 “中国解释学”就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参照系。
 
第二、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 对此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事要我们花功夫去做：一是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要作一系统的梳理，如先秦注释经典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类型？汉朝对经典的注释为什么多采取“章句之学”的方法（不仅对儒家经典如此， 就是对《老子》的注释也有这样的情况( 1 3 )，而到魏晋为之一变，玄学家们则多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辨名析理”等思辨的方法？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解释”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两晋时的“格义”、“连类”问题， 翻译用语的变化问题以及由佛经翻译引起的中国经典解释问题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当然，我们还要去探讨解释经典变化之因，这无疑和历代中国思潮之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中国对经典的注释有“传”、“记”、“说”、“解”、“注”、“笺”、“疏”等等之不同, 我们如何清楚明白地把这些不同的注释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又，在中国对经典的注释中常常要运用“训诂学”、“文字学”、“考据学”、“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等，还有什么“通假”，“形似”之类等等，这些在解释经典中应给什么样的定位，大概也是不能为我们忽视的。
 
第三、近年以来，在中国多种学科中都运用了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以说在中国也和西方一样有着一种“解释思潮”，例如“比较文学”、“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等都在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研究中国的文化各个方面。这就像哲学这门学科， 在2 0 世纪中国哲学家大多或多或少都是运用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哲学那样。照我看，新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必定是经过西方哲学的冲击的洗礼，经过“改造”（或新的解释）才有可能从“传统”走向“现代”，发展成为适应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国）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中国哲学”。因此，要创建“中国解释学”大概先要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一番中国解释问题。据我所知，现在不少学者已经用西方解释学理论，并参照中国自先秦以来对经典注释的方法或某些原则在研究中国的解释问题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成中英教授的《本体与诠释》，德国 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w o l b y a n g w a g n e r ）教授对《老子》的解释等等。他 们的工作应说都很有意义。
 
因此，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 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作系统的研究， 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的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发现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即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而且是否能建立起一种与西方解释学有相当大的不同的“中国解释学”，或者说有无必要建立一种与西方有相当大不同的“中国解释学”理论与方法，都是要经过对上述问题认真研究之后才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我写本文的目的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请有兴趣的学者批评指正。
 
注：
 
( 1 ) 解释学（hermeneutics ）也有译为“诠释学”或“阐释学”等等，可能释为“诠释学”更好，但由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用的是“解释学”，因此本文也就沿用。由于我在《学人》第１３辑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在《中国社会科学》2 0 0 0 年第 一第一期发表了《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故本文题为《三论》。
 
( 2 ) 美国傅伟勋《老庄. 郭象与禅宗－－禅道哲学一贯性的诠释学试探》（载于《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台湾东大图书公司，8 6 年版）中说：“到目前为止，对于郭象的研究较有诠释学创见的，是钱穆教授的《老庄通论》（该书下卷）, 牟宗三教授的《才性与玄理》（第六章）与汤一介教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等三书。”在这里我必 须说明，当时我写该书时，只是粗粗知道一点西方诠译学，主要还是用的中国传统注释方法。
 
( 3 ) 参见拙作《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载于《非实非虚集》，华文出版社，1 9 9 9 年版，第1 8 6 - 1 8 7 页。
 
( 4 ) 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 9 7 8 年版，第１０７页。
 
( 5 ) 中国的比较文学应说是二十年代初吴宓先生等人师从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我保存着一份汤用彤先生在哈佛研究院的成绩单中，记录有他在1 9 1 9 - 2 0 选修了“比较文学”, 成绩为“ｂ”。
 
( 6 )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 9 8 6 年版第4 和第9 页。　　
 
( 7 ) 转引自胡品清译的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 9 8 8 年版，译文也参照了其他译本作了一些改动。这段文字我在其他几篇文章中都引用过，最近又在《中国文化研究》2 0 0 0 年春之卷再次引用, 但往往只引到“而文艺复兴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为止, 这次多引了后面的几句。　　
 
( 8 ) 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 9 9 3 年版, 第1 5 , 1 4 9 , 1 5 1 页。
 
( 9 ) 在我那篇《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谈到《墨经》和《经说》的关系时，说《经》和《经说》大概是同一个人写的。 但由于郭店竹简出土的《五行》篇只有《经》的部分，而比郭店竹出土晚一百多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行》篇，却有《经》，又有《说》。因此，对《墨经》和《经说》是否为同一个人写的就成了问题。当然，也可能《墨经》和《经说》与《五行》与《说》的情况不同，这须要我们再作进一步地研究。
 
( 1 0 ) 当然会有一些支节问题上的不同, 这不防碍从总体上西方的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可以相当好的解释中国经典注释问题。
 
( 1 1 ) 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詹姆逊的“序言”，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 9 9 6 年版。
 
( 1 2 ) 参见柯里尼编，王宇根译的《诠释与适度诠释》, 牛津大学出版社1 9 9 5 年版。
 
( 1 3 ) 例如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
　　　　　　　　　　　　　　　　　　
 
1 9 9 9 年1 0 月于香港 　　　　　　　　　　　　　　　　　
 
2 0 0 0 年3 月修改于北京
 
